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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域外小说集》初期的传播困境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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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域外小说集》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享有盛誉，但就是这样一部被今人视为开时代风气之先的

译作，其在初期的传播和接受却呈现出惨淡的光景。 周氏兄弟作为译者十分重视作品的宣传和流通，赞助

者蒋抑卮通过特殊的方式来扩大译作的接受人群，而作者的赠书活动也在无形中推动了译作的传播。 即

便如此，译作的销量和传播还是十分有限，主要原因在于译者语言的僵硬和译作文体形式的陌生化，译作

难以满足当时受众的阅读期待，也与彼时图书市场的发展趋势有关。 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中所体现

出来的超前意识使这部译作成为“将来时代”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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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和周作人俩兄弟旅居

日本东京时期共同翻译出版的系列小说集，首册

于 １９０９ 年 ２ 月出版，次册于同年 ６ 月出版，后因

销路受阻而停止编译计划，编就的第三册也搁浅

不印了。 尽管发行和传播寂寥，但 《域外小说

集》可谓周氏兄弟走上文学道路的崭新起点，其
对鲁迅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风格的养成具有直

接而深刻的启示，甚至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而

言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随着中外文学关

系的发展和译介学的时兴，从翻译和海外生活体

验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创作的成果越来越多，《域
外小说集》在这样的语境下被塑为重要的研究对

象。 虽然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灼灼生辉，但却难

以穷尽与之紧密联系的各种话题，围绕《域外小

说集》传播的探讨仍可继续深化。

一、《域外小说集》的历史价值

学界对《域外小说集》多持正面评价，如这

部译作对鲁迅和周作人文学创作的影响，对中国

新文学现代性叙事方法和思想精神的输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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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翻译史和翻译学上的价值和贡献等。
《域外小说集》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具

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积累了思

想和文体资源。 周氏兄弟的翻译与清末林纾的

翻译不可同日而语，林氏的翻译严格说来并没有

脱离传统小说或曰旧小说的窠臼，那些具有欧风

美雨的异域风情被他“无情”地归化到中国传统

的伦理纲常内，所有的异质文化元素均消融于忠

孝礼廉的价值观念中，除了让读者领略到故事的

精彩和叙事艺术的高超之外，似乎很难对他们固

有的生活观念和社会礼仪产生冲击。 周氏兄弟

的翻译则不然，不仅直译保存了原作较多的语言

形式，而且内容上也少有增删，致使外国人的思

想观念让中国读者耳目一新。 尽管周氏兄弟的

翻译因为语言的“复古”而显得“诘屈聱牙”，但
其具有十分明显的启蒙色彩：“周氏兄弟把启蒙

文学延伸到翻译领域，以翻译作启蒙手段，形成

启蒙翻译文学，《域外小说集》正是其产物。 这

一延伸在情理之中，毕竟，启蒙诉求源自本土文

化的某种不足，引入文化体系外要素便于寄寓本

土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诉求。” ［１］

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清末，几乎所有外

来文学都会带给国人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域外

小说集》给中国社会和新文学输入的“新声”远

不止思想上的启蒙，从更长远的文学发展来看，
译者的文体试验或许是更为宝贵的遗产。 清末

以降的翻译小说充斥着整个文坛，而其在叙事方

法上还保留了章回体的特点，但《域外小说集》
中的作品则多为短篇，这在清末翻译小说中是很

少见的。 这种陌生化的文体虽暂时不为国人接

受，但它在新文学运动中却扮演了“主角”，成为

现代白话小说的“新贵”。 因此，《域外小说集》
有十分重要的文体价值，恰如有学者所言：“《域
外小说集》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提供了很好的借

鉴。 而中国出现短篇小说是在五四之后，周氏兄

弟的筚路蓝缕实在不容小觑。” ［２］ 此外，《域外小

说集》孕育了五四现代文学的诸多母题，比如

《乐人扬珂》《天使》《安乐王子》等儿童文学的翻

译体现出周氏兄弟“对儿童的发现” ［３］。 正是从

启蒙思想和输入新文体的角度来讲，《域外小说

集》的价值超越了林纾的翻译，成为中国现代翻

译文学和新文学的先驱。
对于这样一部有开拓性价值的翻译小说集，

学界对它的研究多停留在文学价值和现代性影

响的挖掘上，对其传播和接受的惨淡状况则没有

让人信服的明确论述。

二、《域外小说集》的传播

大多数关于《域外小说集》的研究成果属于

翻译文学接受的范畴，而从翻译文学传播的角度

来讲，该译作缘何销售有限，是因为译者缺乏营

销的策略吗？ 实际上，这部译作的传播情况并非

如表面看来那么黯然。
从《域外小说集》出版第一册开始，鲁迅就

比较重视译作的传播，设法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

告加以推销。 鲁迅有为图书发行写广告词的经

历和经验，并且成效显著。 １９０６ 年 ７ 月，鲁迅和

顾琅合作撰写的《中国矿产志》在日本井木活版

所印刷，由上海普及书局发行。 鲁迅为这部作品

写的《本书征求资料广告》，刊登在 １９０７ 年 ２ 月

出版的修订本《中国矿产志》的封三上，末尾写

道：“如蒙赐书，请寄至上海三马路昼锦里本书发

行所普及书局，不胜企盼之至。” ［４］ 作者和发行

商希望图书大卖的心情由此可见。 这本带有科

普性质的作品出版不到一年就再版了三次，而且

被列入中学生的学习参考书目，取得了良好的传

播效果。 究其原因，主要与本书科普性的内容及

被列为中学生的参考书有关，鲁迅所撰写的征订

广告也或多或少地发挥了宣传作用［５］。 正是认

识到文字广告的宣传对作品传播的作用，鲁迅在

《域外小说集》出版后就积极投入到宣传工作

中。 １９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上海的媒体《时报》刊登

了鲁迅本人写的售卖译作的广告词：“是集所录，
率皆近世名家短篇。 结构缜密，情思幽眇，各国

竞先选译，裴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
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译辞以求其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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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即 ４ 月 １８ 日，这则广告词又刊发在《神
州日报》上，内容没有做任何改动［７］。 为引发读

者的兴趣，鲁迅从选材、译语到故事的新颖度等

方面均对译作进行了正面介绍和描述。 鲁迅前

后两天在大上海的两家媒体上发表关于《域外小

说集》的消息，而且是刊登在《时报》和《神州日

报》头版的显耀位置，其力图借助媒体宣传扩大

译作影响，从而助推营销之目的昭然若揭，但鲁

迅撰写的广告词“内容中规中矩，跟彼时喜欢夸

大其辞的宣传文案相比，学术气有余而灵气不

足，缺少出奇撩人之处，自然很难引起读者注

意” ［８］２０。 因此，《域外小说集》虽然在两家重要

报纸的头版上宣传了，但因为鲁迅的文风“老

实”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终归是没能给译作的

销量打开门路。
鲁迅不仅自己撰写《域外小说集》的介绍文

字在上海知名报纸上宣传译作，还策划了其他宣

传方式，目的就是要扩大译作的影响和销量。 目

前发现的最早介绍《域外小说集》的文字是 １９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刊登在《神州日报》上的“赠书志

谢”：“会稽周子树人研精文学，欧美近世名著，
籀读有年。 乃与其弟作人有《域外小说集》 之

刻。 译笔雅健，无削趾适履之嫌。 凡所采录，必
皆文海之新流，欧西文豪之宏著，声价之高，盖可

知矣。 昨承赠阅，特志谢于此。” ［９］ 这篇文字估

计出自朋友之手，毕竟关系不好的人不会成为受

赠者，因此对此译作多有褒扬。 友朋之间赠书本

是私人事件，何故要将感谢的话刊登在报纸上

呢？ 或许赠书人和受赠者对这则私人的答谢辞

怀着特别的用心，变相地策划了一次广告宣传；
又或者是受赠者 “为帮扶友人宣传而有意为

之”，属于朋友仗义的宣传行为。
赞助人蒋抑卮的慷慨解囊，保证了《域外小

说集》的按时出版。 从勒菲弗尔的翻译文化视角

出发，我们就会关注“赞助人系统”中的各种因

素，尤其是译作的出资人。 《域外小说集》的顺

利出版，离不开鲁迅的浙江同乡蒋抑卮的倾囊相

助。 蒋抑卮是浙江杭州人，银行家兼实业家，

１９０２ 年留学日本，后因患耳疾回国，１９０９ 年复赴

日本治疗耳病。 鲁迅和蒋抑卮关系较好，曾向他

谈起翻译小说的打算，后者表示极力支持。 根据

鲁迅弟弟周建人的回忆，哥哥的译书生涯“很惨

淡”：“《域外小说集》的印刷费用，由在日本的同

乡蒋抑卮代垫了一百五十元，出书后并在上海蒋

家开设的广兴隆绸缎庄帮助代售。” ［１０］ 基于翻译

赞助人的身份，也是出于便捷考虑，我们终于理

解了为什么《域外小说集》在上海会选择一个稠

庄而不是书店作为销售点，因为稠庄就是赞助人

蒋抑卮的店铺，经营管理起来比较方便。 鲁迅到

仙台之后，曾于 １９０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给同乡蒋抑卮

写了封长信，告知对方自己在仙台的学习生活情

况，并且将内心的想法也和盘托出［１１］。 由此可

见鲁迅和蒋抑卮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好后者

再度访问东京的时候，碰上前者在翻译外国的小

说，作为实业家和银行家，出钱资助周氏兄弟出

版译作也算是成人之美的善举。 作为赞助人，蒋
抑卮对《域外小说集》的传播做过两件事：一是

他将自己在上海开设的稠庄作为译作的代售点，
以实体店的方式售卖周氏兄弟的译作；二是采取

赠送的方式分发给读者，据知情人士描述：“蒋抑

卮从日本回国后，也曾托浙江省立图书馆大批对

外赠送，并在卷首的空白页上盖有印章：‘浙江省

立图书馆辅导组代绍兴蒋抑卮先生捐赠’。” ［１２］２７

这两件事主观上都是为了推广周氏兄弟的译作，
只是单凭以一个稠庄为据点的售卖力实在有限，
导致《域外小说集》在上海只卖出 ２０ 余册。 也许

售卖的图书还赶不上蒋抑卮赠送出去的数量，毕
竟后者是依托浙江省立图书馆发起的活动。 在

此，有必要对蒋抑卮的赠书活动作详细的探讨，
因为这对译作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蒋抑卮要请浙江省立图书馆来办理赠书

一事，而不是自己操办呢？ 这也许与他作为生意

人不谙文坛琐事有关，如果有很多书需要赠送，
哪些人或哪些单位是最合适的受赠人？ 估计蒋

抑卮摸不清其中的行道，因此委托有这方面经验

的浙江省立图书馆代办，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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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选择浙江省立图书馆来

处理译作的赠送，那赠送的数量一定不会太

少———虽然我们今天还不清楚具体的数量，否则

何须劳烦一个机构来办理呢？
赞助人蒋抑卮的经济地位最大限度地扩大

了《域外小说集》的传播。 浙江省立图书馆代办

的捐赠图书是以蒋抑卮而非鲁迅或周作人的身

份来完成的，这表明前者对所捐赠之书具备所有

权，倘若仅仅是作为代售点的负责人来处理此

事，那他是没有权利以自己的身份来发起这场赠

书活动的。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受赠人收到《域
外小说集》时多半会以为这书是蒋抑卮买下来赠

送给他们的，似乎与译者鲁迅没有任何关系。 蒋

抑卮捐赠出去的这批图书不属于《域外小说集》
在国内的销售额，因为鲁迅知道上海只卖出去了

２０ 余册，证明不是蒋抑卮买下来后再转手送出

去的。 如此一来倒产生了另一个疑问，那便是蒋

抑卮是如何拥有这批书的所有权的？ 这估计与

周建人所说的蒋抑卮“代垫”１５０ 大洋的印刷费

有关，既然是“代垫”，那就一定是要回本的；而
既然自己出资印刷的译作卖不出去，回本也就无

望，那就只能以现成的“商品”来作为抵押。 如

此一来，蒋抑卮便拥有了这批积压图书的所有

权，毕竟他是幕后的“操盘手”。 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讲，蒋抑卮作为《域外小说集》的实际赞助

人，在译作销售极不景气的情况下他的经济地位

最大限度地扩大了译作的传播。 试想，如果蒋抑

卮本人经济状况不好，他会支持《域外小说集》
的出版吗？ 这部译作还能这么及时地与读者见

面吗？ 即便是没有他的资助该译作也能顺利出

版，那在销售不畅的情况下，他会买下大批积压

的图书赠送给读者吗？ 如果没有蒋抑卮慷慨解

囊转赠图书，那《域外小说集》还能流通到这么

多人的手上吗？ 所以，蒋抑卮的经济地位推动了

译作的传播，让更多的人在“被动”但欣喜的情

况下读到了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域外小说集》。
目前鲁迅研究者和翻译研究者均根据鲁迅

在 １９２１ 年上海群益书社再版《域外小说集》时所

写的序言之记载①，断定该译作的传播是失败

的②。 但也有学者认为，单凭鲁迅所说的卖出去

了 ４０ 多本译作来推断其传播的失败，似乎有失

公允，因为除了公开销售之外，还存在复杂的“隐
形传播”：第一，周氏兄弟的赠书带动的传播，从
鲁迅和周作人的日记中统计发现，自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１７ 年间，他们共计赠送了 ７０ 本译作，数量比市

面销售的要多；第二是周氏兄弟的自我传播，即
周氏兄弟在翻译了外国的小说后，会在自己的书

信、日记、创作文章和研究文章中不断介绍、引
用、模仿或举证译作中的内容，从而带动译作的

传播［１３］。 该研究对我们重新认识《域外小说集》
的传播提供了新思路，也确实证明译作实际的传

播效果比表面上要好很多，但对自我传播的认识

却会模糊译作的影响和传播的界限，错误地将译

作的影响视为译作的传播。 关于《域外小说集》
的传播不能仅仅根据销量来考量的看法，早在

１９８１ 年戈宝权就已提出并进行了讨论：“尽管

《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和销量遭到厄运，东京和

上海卖出去的只有四十多本左右，但实际上还不

止此数。 如鲁迅本人赠送过友人……” ［１２］２７ 此

外，《域外小说集》的隐形传播当然还应包括数

量不菲的蒋抑卮邮寄赠送的部分。
尽管各方努力宣传《域外小说集》，但收效

甚微。 不管怎么说，根据《域外小说集》的销售

数量来推断其翻译和传播的失败，这是毋庸置疑

的事实，只是真实的传播接受情况似乎比只看销

售的表象略微让人欣慰而已。 而今人也只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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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鲁迅回忆说：“半年过去了，现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

了帐。 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
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 ……至于上海，是至今没有

详细知道。 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

有人买了。”参见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
第 １０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７６ 页。
寥七一认为：“从翻译和接受的角度看，《域外小说

集》没有达到周氏兄弟预期的目标，因而是失败的，
这从销售的数量就可以肯定。”参见寥七一《中国近

代翻译思想的嬗变》，南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０２ 页。



在新文学的立场上才对它大加褒扬，在宣统年

间，这部译作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沉寂状态。

三、《域外小说集》传播受阻的原因

《域外小说集》在彼时遭到的“冷遇”与事后

赢得的“吹捧”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恰好映

衬出这部翻译文学作品超前的价值，同时折射出

周氏兄弟作为译者的独到选材眼光。 对于这样

一部有价值的翻译小说集来说，为什么在诞生之

初会被国人忽视呢？
文言翻译直接导致《域外小说集》的读者群

体减少，译作的销量自然十分有限。 周氏兄弟在

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采用的是被士大夫所认

可的文言文，表明他们翻译时的潜在读者是知识

分子阶层，其翻译的目的也不是要给中国输入通

俗文学读物，相反是希望获得知识阶层认可的雅

致之作。 倘若他们完全出于市场考虑，则肯定会

采用通俗的白话文，翻译故事性和通俗性俱佳的

作品。 关于鲁迅和周作人译文古奥而不得普通

读者赏识的看法，蔡元培曾阐发过类似的言论：
“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

学者所能解。” ［１４］知识层次不高的人尚且不能理

解周氏兄弟的翻译，那对广大的普通人而言，阅
读和理解《域外小说集》更是望尘莫及了。 将译

作的潜在读者限定在知识分子阶层，本来就拒绝

了大部分普通读者，再加上五四以来文言文的地

位江河日下，所有以文言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注定

会被历史淘汰。 不得不说，鲁迅翻译的语言策略

是失败的，它至少导致了读者的大量流失，译作

传播受阻，恰如胡适所说：“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

字，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的赏

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 ［１５］２４胡适认识到采用

古文会导致“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负面后果，
为了阐述古文的不足，他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

学》中专门以鲁迅和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
为例，来说明采用古文翻译是不会赢得读者的失

败行为：“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

文来译小说。 他们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

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

林纾的小说也确实是高得多。 ……但周氏兄弟

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

册！ 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 用古文译

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
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

不了最后的失败。” ［１５］２４－２５１９２０ 年 ３ 月，《域外小

说集》准备再版时，鲁迅在再版序言中也承认译

文存在很大的语言问题，不仅是胡适所说的采用

了死的文字，而且是字词与句子生硬，确实配不

上重印。 但从选材的角度来看，鲁迅觉得其中有

几篇小说还是值得再版的，只是为了有更多的读

者，必须改用白话文译之：“其中许多篇，也还值

得译成白话，教它尤其通行。” ［１６］１７７

翻译语言会将读者拒之千里，但这应该不是

周氏兄弟译作受阻的主要原因，不然同样采用古

文翻译的林纾译作为什么能广受欢迎呢？ 鲁迅

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文体形式上也

不能满足受众的阅读期待，从而导致读者寥寥的

惨淡局面。 这部翻译作品集收录的主要是短篇

小说和童话，与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相比，其
短小的容量导致故事的曲折性和吸引力大打折

扣，读者对之感到索然无味。 也即是说，鲁迅翻

译的短篇小说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读者根本不

接受这样的文体，他自己对译文遭到读者“嫌

弃”的个中因由也有敏锐的发现：“《域外小说

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

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
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

无物。 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 ［１６］１７８ 鲁

迅的话一方面道出了当年《域外小说集》不受欢

迎的原因，是短篇小说文体的陌生化所致，另一

方面也点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短篇小说的

命运在新文学界得到了极大的改变。 因此他相

信《域外小说集》在五四以后再版的话，定能摆

脱清末时期仅销售几十册的尴尬局面，这使

１９２１ 年《域外小说集》在上海群益书社再版显得

更为必要。 当我们就此断言《域外小说集》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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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语言和文体形式超出了中国普通读者的接受

范围从而导致认可度不高的话，这是否表明中国

古代没有短篇小说？ 倘若中国古代有短篇小说，
那鲁迅翻译的短篇小说与之又有什么不同，方才

导致译作与读者产生疏离感呢？ 有学者认为，中
国传统的短篇小说“实际上大多是长篇小说的

‘压缩本’，是一个原原本本、有始有终的故事的

浓缩。 西方短篇小说早期也是作为长篇小说的

浓缩形式出现的。 １９ 世纪以后，西方短篇小说

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它不再追求完

整的故事情节，常常截取一个横断面、一个片断

来反映生活，着重表现作家在生活中获得的某种

印象或者感受。 ……所以它们不可能迅速地为

近代中国人所接受” ［１７］。 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

翻译的西方短篇小说文体形式不仅逐渐被中国

读者接受，而且影响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方

式，逐渐演变成新文学自身传统的构成因子，成
为今天中国读者熟悉且认同的文体。

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分析《域外小说集》传播

的不足，是自蔡元培和胡适以来甚至包括鲁迅在

内的学界主流观点，但这是否是该译作传播不力

的主要原因呢？ 《域外小说集》不受欢迎与当时

中国读者不喜欢阅读其中的作品有关，受清末流

行小说译介潮流的影响，更能满足人们阅读期待

的是俄罗斯虚无党革命文学。 １９０９ 年出版的

《域外小说集》两卷共计收入作品 １６ 篇，从国别

的角度统计：俄罗斯 ７ 篇，波兰 ３ 篇，波思尼亚 ２
篇，英国、美国、法国和芬兰各 １ 篇。 从中可以看

出，除英美法三国之外，这部译作在选材上基本

锁定的是东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尤其是俄罗斯

文学，因为“在周氏兄弟眼里，俄国人民当时正受

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其劳苦人民的生活境况与当

时晚清的人民相似。 大部分的俄苏文学作品揭

露了俄国封建农奴制度，对‘小人物’怀着‘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 的感情，对统治阶级非常不

满” ［１８］。 １９２１ 年初，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域外

小说集》的篇目增至 ３７ 篇，包括俄罗斯的 １８ 篇，
法国的 ６ 篇，波兰的 ４ 篇，希腊的 ３ 篇，英国、美

国及芬兰各 １ 篇。 从选材上看，基本延续了《域
外小说集》初版时的思路，除俄罗斯文学独占鳌

头之外，东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仍是译介的重

点，作为强势民族的法国文学增加了 ５ 篇。
日本最早介绍《域外小说集》的是 １９０９ 年 ５

月 １ 日发表在《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的一段话：
“在日本，欧洲小说的销量很好，在日本的中国人

自然也受到影响。 居住在东京的周氏兄弟虽说

只有二十五六岁，但在青年人里算是喜爱读书

的。 他们阅读英、德译本的西方作品，并计划将

只值 ３０ 文钱的《域外小说集》收集编译后寄回中

国。 目前他们已用汉语译完第一集。 清朝留学

生通常喜欢阅读俄国革命的乌托邦作品，另外还

有德国、波兰等国家的作品，而不是特别喜好专

门阅读法国作品。” ［１９］这段文字赞扬鲁迅和周作

人是中国留学生中少有的喜欢读书的青年人，同
时也指出当时中国留学生喜欢阅读的外国文学

作品是俄罗斯革命的乌托邦小说，还有就是德国

和波兰的作品，而对法国文学不感兴趣。 这段话

是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之后写的，当时

人们还不知道这部译作销路如何，但此文的最后

一句话似乎预感到了这部译作失败的命运。 周

氏兄弟在译作的第一册中收录了 ７ 篇作品，除英

国和波兰各 １ 篇之外，其余 ５ 篇均为俄罗斯作

品，占了近 ７２％的比重，看起来倒是符合当时中

国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偏好。 但这 ５ 篇作品却

不是俄国革命小说，鲁迅所译的两篇均为安德莱

夫的作品，是受了当时日本文坛“安德莱夫热”
的影响而译，原本不是出于受众的考虑，而且安

德莱夫是“神秘派和颓废派的作家” ［２０］，并非宣

扬社会乌托邦的革命作家。 因此， 《域外小说

集》因不符合当时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

读期待而被“拒之门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域外小说集》的销售和传播之所以没有取

得预期效果，固然与译本在语言和文体上的特殊

性有关，也受制于当时翻译文学的接受语境。 在

译作出版之初，鲁迅也是想方设法宣传自己的作

品，但市场效应远远低于他的预期，国内 ２０ 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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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量反映出惨淡的传播状况。 专事清末小说

研究的阿英在分析《域外小说集》在宣统年间遭

到冷遇的原因时，主要认为译作语言不但采用古

文而且保留了原作的语言风格，在文体上也与中

国古代短篇小说大相径庭等，这些因素导致了译

作没有引起社会反响。 与此同时，他也提到了发

行对译作传播的干扰：“问题是，周氏弟兄理想不

能适合于当时多数读者的要求，不能为他们所理

解，加以发行种种关系， 遂不能为读者所注

意。” ［２１］２５８译作的“发行”自然涉及市场营销，有
学者从商品流通的角度分析该译作销售失败的

原因，认为有四大难以突破的市场营销瓶颈：首
先是广告写得比较平实，不足以吊人胃口，自然

难以吸引读者；第二是销售点太少，只有“广昌隆

稠庄”一处代售，而且还不是专门的书店，不像其

他作品有专门的营销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销售

点；第三是周氏兄弟在文坛没有名气，缺乏名家

名译的“吸粉”能力；第四是图书市场的商机萎

缩，宣统初年的图书市场已趋于饱和，没有绝对

优势 的 作 品 或 无 名 小 卒 的 作 品 均 难 以 出

售［８］２０－２１。 “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

最繁荣的时代。 所产生的小说，究竟有多少种，
始终没有很精确的统计。 ……实则当时成册的

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种上。” ［２１］１ 面对

如此繁荣的小说创作现状，初出茅庐的周氏兄弟

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领地，无
异于虎口夺食般艰难。 身在东京的鲁迅和周作

人，根本无力左右国内图书市场的格局，加上译

作自身存在语言和文体的“陌生化”效果，注定

了《域外小说集》惨淡的销售和传播结局。
百年之后，当我们回头重新打量这部命运多

舛的翻译小说集时，在感叹时代和文化语境对文

学翻译具有强大干涉力的同时，也不得不为鲁迅

当年的翻译选材表示钦佩。 《域外小说集》传播

的沉浮经历是中华民族对外交流活动的缩影，人
们今天重新赋予这部译作崇高的地位和历史价

值，说明了跨文化交流和传播对民族文学的发展

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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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谢仁敏．新发现《域外小说集》最早的赠书文告一则

［Ｊ］ ．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９（１１）：８０—８１．
［６］周树人． 《域外小说集》 第一册［Ｎ］ ．时报，１９０９－ ０４

－１７．
［７］周树人．《域外小说集》第一册［Ｎ］ ．神州日报，１９０９－

０４－１８．
［８］谢仁敏．《域外小说集》初版营销失败原因新探［ Ｊ］ ．

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１４（９）：１９—２２．
［９］赠书志谢［Ｎ］ ．神州日报，１９０９－０４－１７．
［１０］周建人．大哥归国［Ｃ］ ／ ／ 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鲁迅

研究年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２．
［１１］鲁迅．致蒋抑卮［Ｍ］ ／ ／ 鲁迅全集：第１１卷．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２９—３３０．
［１２］戈宝权．鲁迅和《域外小说集》 ［ Ｊ］ ．世界文学，１９８１

（４）：２３—３１．
［１３］王祖华．《域外小说集》的隐性传播［ Ｊ］ ．东方翻译，

２０１５（５）：１６—２１＋３４．
［１４］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Ｃ］ ／ ／ 薛绥之，张俊才．林纾

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４１．
［１５］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Ｍ］ ．上海：申报馆，１９２４．
［１６］鲁迅．域外小说集序［Ｍ］ ／ ／ 鲁迅全集：第１０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７］袁狄涌．《域外小说集》：成功与失败［ Ｊ］ ．贵州文史

丛刊，１９９３（５）：３２—３６．
［１８］叶依群．《域外小说集》的生成与接受［Ｍ］ ．杭州：浙

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９７．
［１９］编辑．“文艺杂事”［Ｊ］ ．日本及日本人，１９０９（５０８） ．
［２０］周作人．安德莱夫《齿疼》译后记［Ｍ］ ／ ／ 点滴．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部，１９２０：１８０．
［２１］阿英．晚清小说史［Ｍ］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

社，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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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重点选题方向

　 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２.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３.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 ４. 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５. 数字经济与产业升级研究 ６. 越地文化名人及其思想研究

　 ７. 阳明心学与浙中学派研究 ８. “浙东唐诗之路”研究

　 ９.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教育科学）２０２３ 年重点选题方向

　 １. 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研究 ２. 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３. 教育发展与乡村振兴研究 ４. “四新”学科及专业建设研究

　 ５. 越地教育家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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